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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福利國家遭受到新右派改革過後，

社會工作者逐漸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與

壓力（王增勇、呂又慧，2009）。使得社

會工作的功能除傳統治療、預防與發展之

外，尚須應對新管理主義所帶來的效率與

預算控制，夾在經濟期待與實務限制中，

可見社工人員的工作處境愈發受困（張英

陣，2014）。同時，隨著社會工作逐漸市

場化、商品化，許多社會工作者開始質疑

社工專業的本質及自身就業的初衷，越

來越不容易在工作過程中，感受到與他

人、與自己有更深刻的關聯，反而是感

受到職場中不斷升高的風險。且在被標準

化與績效指標所形塑的工作場域下，具備

高度關懷功能的社會工作者，更容易在此

情境下陷入脆弱狀態（王增勇、呂又慧，

2009；曾錦文、孫智辰，2024；張英陣，

2014）。當社工長期缺乏自我照顧，則可

能導致社工熱情枯竭和專業耗竭，甚至使

社工選擇離開現行工作的場域（汪淑媛、

蘇怡如，2010；張英陣，2014）。

由此可見，在新管理主義強調經濟、

效能、效率的環境下，社會工作者不僅時

刻面臨危機的威脅，更是遭遇自身對於社

會工作本意之挑戰。在此，社工的自我照

顧相當重要性，而靈性作為人類的本質，

當個人受到苦難時，靈性便是作為追尋意

義的內在構築，形塑社會工作本質的再次

追求，以及對於自身就業意義的深度尋找

（Canda, 1998; Hodge，2002）。因此，

本研究欲探討在新管理主義氛圍下，對於

社會工作產生風險的環境中，靈性能帶給

社會工作督導之影響為何？以面對充斥危

機的工作環境，靈性是如何看待社會工作

督導以及督導關係？

靈性的召喚—回應新管理
主義下社會工作督導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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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靈性的召喚

一、社會風險管理下社會工作的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與風險導向

政策下，社會工作逐漸走向高度制度化與

管理主義的治理樣貌，強調標準化流程與

績效指標，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社工在工

作中愈來愈難以感受到與自我、他人以及

超越性的關聯，同時，社會工作亦需更加

謹慎在於財政上的管理，致使專業裁量權

受到侵蝕，助人價值逐漸被行政效率所取

代（王增勇、呂又慧，2009；林珮瑾，

2023）。亦可見，在風險社會來臨的情境

下，導致社會工作逐漸偏向事後救急、治

療性處遇與風險管制，忽視事前預防的策

略與重要性。為適應風險社會而被建置的

評估作業與標準化流程，更使得第一線的

實務工作者成為機械一般的機器人，缺乏

彈性、創新與個別化的處遇（許雅惠、張

英陣，2016）。

在面對社會風險時，社工督導制度

被期待成為支撐前線工作者的重要後盾。

在理想當中，認為督導功能應兼顧行政、

教育與情緒支持，應具備更多包容與充權

的功能（王永慈等人，2017）。多數機構

的督導偏重行政功能與技術指導，忽略對

於員工的情緒支持，甚至將情緒處理外

包，缺乏整體的整合性及反思空間，更導

致督導制度難以回應社工在高壓環境中對

於存在意義、工作價值及情緒支持，亦弱

化了社工督導本身在支持能力上的展現與

培養、穩定且有品質的督導頻率，以及督

導關係的建立與維繫（許雅惠、張英陣，

2016；鐘武忠，2022；Dombo & Gray, 

2013）。可見，在風險社會之下，社會工

作轉向為事後處遇與風險管控，變為缺乏

彈性與創造力的執行工具，而作為協助機

制的社工督導制度，卻著重在行政功能，

不僅忽視關係中的支持以及專業上的教

育，甚至導致關係的疏離，進一步壓縮了

社工在工作中對於生理、心理、靈性的支

持，以及內在價值探索的空間，使其難以

在實務中維繫助人初心與專業韌性。

在此，靈性觀點提供了解決社會風險

的照顧視野。如芙蕾特（Follett, 1924）

所提出的「循環式回應」與關係中的互動

本質，強調人在關係中創造意義，此概念

運用在著重於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的社會

工作，便是一項得以貼近實務現場之概念

（引自張英陣，2014）。且社會工作的本

質正是關係的實踐，不論是社工與案主、

同儕、組織或與神聖的關係，都形塑著其

職業靈性（Faver, 2004）。進一步而言，

組織若能提供包含靈性自我照顧、紓壓空

間與情感支持的自我照顧機制，不僅有助

於員工心理健康，亦能降低社工與社會工

廠化制度之間的斷裂。

如上所述，風險管理下的社會工作實

務應重新關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靈性連

結，督導制度不應僅是管理工具，而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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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助人者「繼續助人」的安全基地，為

社工提供實質的支持、情感的容納，以及

靈性的滋養，讓助人工作者在關係中重拾

自我價值與專業意義。

二、心靈的指引：靈性在社會工作督導

中的重要性

社會工作督導是一個多面向的過程，

透過對實務工作進行監督，以促進社會工

作者對其實踐的深入理解、自我探索、議

題反思。社會工作督導作為一種專業關

係，旨在支持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發展，由

經驗豐富的督導者，藉由提供指導、反饋

和支持，幫助受督者在督導關係及實踐操

作中反思與成長。其主要功能包括教育

性、支持性和行政性，這些功能共同促進

受督者的專業成長，並間接影響服務品質

（Mo et al., 2020; Williams, 2022）。

然而實務上，即便目前臺灣社會工

作的制度已逐步建立，卻仍然存在限制。

首先，制度層面缺乏全面性與一致性，

致使各機構因規模與資源不同，導致督

導品質參差不齊（鐘武忠，2022）。此

外，許多督導者受限於管理壓力，往往聚

焦於問題解決與行政控制，較少涉入理論

整合與情緒照顧等層次，使基層社工對督

導產生「重視但矛盾」的態度，認為其對

專業發展助益有限，此亦反映出制度化督

導的「質量與支持功能」的不足，無法匹

配社工實務發展的「廣度」，導致制度與

專業間的斷裂（林珮瑾，2023）。同時，

在小型機構時常可見，工作人員由於人力

孤立、缺乏穩定的督導與支持，使其人員

流動高、專業支持薄弱，長期下來更容易

產生職業倦怠與情緒枯竭，更是影響服務

品質與穩定性（鐘武忠，2022）。面對制

度與人際雙重壓力，社會工作督導者常在

角色衝突、自我懷疑與實務困境中尋求支

撐，且在風險管理之下，更緊密的關切於

成本與績效，使督導需承擔更多的管理責

任，不僅使得督導功能大幅傾向於行政與

指導，疏忽專業成長與情感舒展，更是讓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皆無法在關係中，探詢

價值意義與自我韌性（許雅惠、張英陣，

2016）。在此情境之下，無論是督導者或

是受督找皆長期處於高張力、高情緒勞動

而缺乏深層支持機制，不僅削弱助人動機

與專業熱忱，更可能侵蝕社工的生命意義

與存在感。此時，「靈性觀點」的導入便

顯得格外迫切與關鍵。靈性不再僅是個人

信仰的展現，而是一種對抗體制性壓力、

重建助人初衷與情感連結的實踐策略，並

提供了督導制度一條通往存在韌性與專業

整合的可能路徑。

靈性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涉及個

人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和追尋。Spirituality

（靈性）起源於拉丁文 “spiritus”，意

思是呼吸或生命力（陳秉華等，2017），

靈性對於個人而言，是一項全面性的概

念，涉及身體、心理、認知與心靈四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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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並形塑個人所堅

持的信仰，影響其每一個行為的態度與標

準，使得靈性具有說明個人生活、社會及

精神之意義與目的（杜明勳，2003；葉馥

瑄，2021；Connor et al., 2003）。靈性亦

被視為個人對生命最終價值的信念或信

仰，這種信念會建構個人的道德架構，進

而影響其處事態度與行為表現 （Canda, 

1988; Speack, 1998）。更深層面而言，靈

性意味著生命意義的追尋，被視為個人

與他者、與自我、與宇宙之間的自我意

義感建立之關係（Carroll, 1988; 引自申玉

微，2016；Senreich, 2013, p. 553; 引自張

英陣，2014）。可見，靈性並非個人層

次，反而著重在與關係之間，是在互動過

程中，尋找個人價值觀的方法（劉珠利，

2019）。

根據Speck（1998）的觀點，靈性是

個人對生命終極價值的信念，這種信念會

影響態度並形塑行為，而對社會工作者而

言，靈性更是一種回應助人召喚的內在力

量（杜明勳，2003），為督導者在困境中

提供深層支持與自我定位的基礎。如上所

述，在壓力與制度化的限制下，靈性讓社

會工作重新回到「關係」的本質，使助人

實踐不致迷失於技術與績效之中（Canda 

& Furman, 1999; 引自申玉微，2016）。

透過靈性的視角，督導關係得以超越功能

性的管理過程，轉化為彼此支持、共同成

長的情感與倫理同盟，提供社會工作者一

種存在的穩定、一種專業的信念，也是一

種內在的力量，讓人在風險社會中仍能穩

定前行、堅守助人的價值與初衷。靈性，

是社會工作的方向，也是它的靈魂所在

（杜明勳，2003；林珮瑾，2023）。

此外，靈性作為個人與自我、與他

者、與宇宙間的連結，賦予了每一個人生

活意義，形塑個人對於生命之價值信念與

工作意義（Lee & Barrett, 2007）。在受

到新管理主義風潮所帶出的風險社會下，

社會工作由科學性轉向尋求的靈性，此追

求的熱潮，亦可能來自於社會工作者渴望

在與他者、自我以極高於自我存有者之間

更深層、更有意義的連結（Drouin, 2002, 

p. 34; 引自王增勇、呂又慧，2009）。

Canda（1988）指出靈性乃是關於人類追

尋個人意義的歷程，並涉及個體與他人、

環境以及上帝（或更高存有）之間的關

係。在此全人觀點之下，靈性社會工作不

僅關注案主的內在需要，也強調個案、助

人工作者與社區之間的相互關聯與成長，

實踐慈悲、公平正義與相互扶持的價值

觀。因此，靈性不僅是個案的議題，更是

助人關係本身的一部分，也可說社會工作

本質上即是一場靈性的實踐。

綜合而言，在處遇日益多元與複雜

的當代社會脈絡下，靈性在社會工作中的

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此外，從督導功能

而言，以靈性為導向，強調「關係中的陪

伴」、「意義建構」與「整全性照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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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正是當前制度中所缺乏且迫

切需要補足之處（Faver, 2004; Williams, 

2022）。因此，靈性作為連結個體、關係

與社會的橋梁，亦是促進人類整體福祉的

動力來源，社會工作若能整合靈性的視

角，著重在與關係之間的靈性發展，將有

助於建立更具人性與深度的助人實踐。

三、心靈連結：靈性在社會工作督導關

係中的力量

在新管理主義下，社會工作督導常陷

於上下夾擊的「三明治角色」壓力（林佩

瑾，2023），面對此困境，督導應不僅著

重績效，更需關注情感支持與靈性成長，

協助社工強化自我照顧與專業意義感（王

永慈等，2017；Dombo & Gray, 2013）。

靈性領導強調從內在激發價值與行動，促

進關係連結與組織願景，並培養成員的利

他精神與靈性健康（林淑卿、蕭至邦，

2018）。

關於督導的責任，Shulman（2005）

認為督導須創造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幫

助受督者在督導過程中發現他們自己的

聲音，並在關係中感到安全，以此創造

一個正向經驗、鼓勵傾聽和開放的督導氣

氛（沈慶鴻，2012）。然，隨著社會環

境的變化，以及新管理主義的風潮，社

會工作督導的角色和功能亦因此產生演

變，遭遇來自管理層的壓力，以及現行社

會風氣對於效率的追求（Bradley & Höjer, 

2009），此情境影響著督導的質量、督導

關係的轉變。新管理主義強調績效與問

責，使督導逐漸偏重於行政監控與目標管

理，忽略了原本強調的教育與支持功能，

導致督導關係變得疏離、功能單一，削弱

了其作為反思與陪伴空間的可能性。

而社會工作督導作為一個關鍵的專

業過程，不僅具備對社會工作者的監督和

管理的功能，更是提供教育和支持功能

的關係，以促進工作者的專業成長、情

感健康和工作滿意度。良好的督導關係可

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安全感，使被督導者

得以訓練情緒調節能力、進行深度的自

我反思、促進專業之能成長、提升實務

工作品質（許憶真等人，2018；Williams, 

2022）。

誠如上述，社會工作督導的職責不僅

侷限於技術性指導，反而強調以關懷與價

值的取向來建立督導關係。此種以關係為

取向的領導，著重於督導者與受督者之間

的互動，於此，靈性領導亦認為領導者須

協助開啟工作者探詢其對於工作價值、滿

意度之探索，滿足工作者對意義、價值與

精神需求的渴望，藉由引導員工發現生命

使命與內在召喚，激發內在動機，提升誠

信、韌性與創造力（Bento, 1994; 引自蕭

至邦，2018）。在社會工作場域中，靈性

領導不僅回應了社工人員對支持與關懷的

需求，也有助於建立團隊凝聚力與正向的

組織文化，其核心在於透過對意義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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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係歸屬感的建立，引領成員共同追求

有意義的願景，並實踐慈悲、正義與助人

的價值。

靈性領導是一種動態與互動的實踐，

強調領導者、工作者與組織三者間的整

合，透過賦權、分享資源與心理支持，促

進工作者自我實現與組織成效的雙重提

升。無論是領導者或被領導者皆認同，

靈性領導有助於提升工作滿意、留任意願

及整體專業能量，為社工人員帶來更深層

的存在感與價值實踐空間（Carroll, 1988; 

Fairholm, 1996）。在芙蕾特著作的《創

造性經驗》中提到，靈性是透過與他人互

動以創造生命之意義，必須在日常生活中

不斷擴展靈性的價值，強調人的生活是在

「關係」中進行，這種互動不僅促進了

個人的成長，也有助於建立新的自我與

關係（Follett, 1924; 引自張英陣，2014；

Faver, 2004）。當關係中的靈性經驗得以

經過反思性的思考，將他者所描述的經

驗，吸收並加入至個人的靈性成長，更全

面性的多元接觸與探索，感悟自身靈性

的修行（Michaela et al., 2018）。綜上所

述，靈性領導透過關係中的互動與賦權實

踐，不僅提升了社工的專業滿意與存在

感，也為督導關係注入深層的意義與成長

契機，使靈性成為促進個人與組織共同發

展的重要力量。

四、心靈的空間：靈性督導實踐中的自

我照顧之力

在社會工作實務現場中，督導制度長

期以來被視為確保服務品質與專業倫理的

關鍵機制，不僅承擔技術性的指導與管理

責任，更是一種深具教育與支持性的專業

關係，且其核心目的在於促進工作者的專

業能力、情緒健康與倫理實踐（許憶真等

人，2018；Williams, 2022）。同時，良

好的督導關係將有助於建立安全的對話空

間，使受督者能在安全寫信任的督導關係

中進行反思、處理自身在工作上所產生的

情緒，並發展自我展望，進而提升其面對

工作挑戰的韌性與效能（Faver, 2004）。

然而，在如此高度變動與充斥壓力的社會

工作環境中，工作者所面對的危機亦愈來

越複雜，在工作中亦可能產生恐懼的經驗

（張英陣，2014）。在此，為回應社會工

作者壓力與恐懼，本文認為透過靈性對於

生命意義的討論，可促進工作者思考自身

對於工作、對於生活，甚至對於生命意義

的探尋，找到自我的價值感，亦在探詢的

過程中，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建築歸屬感

與希望感。

靈性作為尋求生命意義、連結、希

望與內在平靜經驗的途徑，對於長期處於

高壓、易感疲乏的助人工作者而言，是一

種重要的內在資源，可協助其找到自身

的平靜之地（Canda, 1988; Lee & Barrett, 

2007）。此外，督導關係亦能夠透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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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任的情緒空間及督導關係來承載

並回應工作者的靈性需求，不再侷限於外

在行為的矯正與技能的傳授，而是轉化為

一種具有療癒性、意義建構性與關係滋養

性的深層互動歷程。以此，探討靈性在社

會工作督導關係中的影響，並深化我們對

助人專業中人際關係本質的理解。

靈性作為一種深層的內在資源，對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照顧具有關鍵影響。相

較於僅著重於情緒紓壓或時間管理的自

我照顧策略，靈性反而較關注於工作者

如何與自身的生命意義、價值信念及存在

感產生連結，而此連結不僅能在協助工作

者在高度壓力情境中找回穩定的能量、獲

得指引，也能幫助工作者超越眼前的困

境，回到更整體的人我關係與存在狀態

中重新理解自我。靈性對自我照顧的影

響，體現於其所提供的內在慰藉與整合力

量，使工作者在疲憊、懷疑與挫折中，仍

能看見服務工作的價值與自己在其中的

位置（Dombo & Gray, 2013; Lana, 2008 ; 

Ratcliff, 2024）。

長期而言，持續的靈性實踐可作為

支持個人福祉的重要資源，成為面對壓力

與倦怠的「緩衝」機制。舉例而言，沉思

性練習（如禱告與靜坐）能提升血清素，

帶來安定感，而較具喚醒性的實踐（如唱

歌或參與宗教儀式）則可活化神經系統，

促進多巴胺與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帶來

活力與連結感，提升能量與希望感，讓助

人者在高度情緒勞動中不致失去方向與動

力，不僅提供工作者情緒調節的空間，更

使其能在面對創傷敘事與業務疲勞時，

仍保有內在的平衡與連結感，對抗替代

性創傷、職業倦怠與自我枯竭（Ratcliff, 

2024）。靈性的實踐作為工作者提供了情

緒調節與內在平衡的空間，提升其維持情

緒穩定的能力，像是規律的靜坐練習，能

夠協助實務工作者發展覺察與接納的能

力，使其得以選擇性地回應各種想法、情

緒與身體感受，進而深化當下覺知與臨床

承載力，有效預防職業倦怠的發生。此

外，當社會工作者能意識到靈性的價值，

並主動將其融入日常的自我照顧實踐中，

則靈性便不再是額外的活動，而是日常生

活與專業實踐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社會

工作者不僅能提升自我照顧的深度，也能

培養長期投入助人工作的心理韌性與承載

力。簡而言之，靈性實踐亦幫助社會工作

者重新與其內在使命感對話，並透過長期

實踐，將靈性的運用變為慣習，從而提升

承載痛苦的能力與追尋自我價值的動力

（Dombo & Gray, 2013; Ratcliff, 2024）。

在組織層面，靈性的實踐不應將自

我照顧視為個人責任，而忽略組織與結構

層面的支持，此舉將使工作者陷於孤立

無援的自我調適壓力之中。反而應該將

自我照顧視為一種「制度性責任」，需從

組織層面給予承諾與資源投入（Newell & 

MacNeil, 2010; Kinman & Gran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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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可透過提供定期、高品質的督導機

制，以維持穩定的督導頻率與關係，並將

情緒支持與價值反思納入督導歷程，以有

助於減緩工作者面對倫理困境與情緒耗竭

的壓力。此外，組織亦須建立支持性的

組織文化，包括允許情緒表達、鼓勵團

隊互助、正視倦怠風險，以及提供心理

健康資源，提升工作者的歸屬感與心理

安全（Baines, 2011; Charles & Yarbrough, 

2022）。並主動推動靜心冥想、靈性工作

坊、自然療癒活動等實踐性的活動，促進

工作者在日常中發展靈性取向的自我照顧

策略，並將其視為組織健康與永續發展的

重要資產（Shier & Graham, 2015）。以

此減少替代性創傷與職業枯竭的風險，更

有助於維持助人專業者的專業承載力與使

命感。

在社會工作督導關係中，靈性與自

我照顧之間的關係亦可透過督導關係而實

踐。此時，督導者已不再僅是技術或行

政的管理者，更是一位靈性的陪伴者與

反思的引導者，透過靈性敏感度的培養，

督導者能更深刻地覺察受督者在實務過程

中所經歷的情緒脈絡與價值掙扎，並提供

支持其整合身心靈經驗的空間（Dombo 

& Gray, 2013）。督導者可以透過創造安

全、尊重的督導空間，使受督導能坦誠表

達情緒與困境，並透過靈性反思，引導

其探索工作的意義、內在信念以及自身

在工作上的信念（Sheridan, 2009）。同

時，將靈性自我照顧納入督導歷程，支持

工作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靈性實踐方式，如

靜心、書寫、祈禱或自然連結等，促使受

督者找到合適於自己的自我照護與靈性實

踐途徑，慢慢發芽自身的靈性成長。協

助其在高度情緒勞動中仍能保持與內在

自我及「更大之存有」的連結（Carroll, 

1996）。在此脈絡下，督導者扮演的不僅

是外在績效的監督者，更是促進內在穩定

與靈性覺察的見證者與引導者，透過靈性

的承載，使督導關係轉化為一種深層支持

與意義共構的空間，有助於培養社會工作

者在面對職業耗竭與創傷經驗時的心理韌

性與實務承載力。在此，當靈性被納入社

會工作督導關係時，督導者可扮演以下具

體角色與功能，以促進受督者靈性實踐與

整合的責任：

（一）關係的承載者

首先須提供一個安全與被接納的空

間，讓工作者能在高度監控與績效導向的

環境中，仍能展露真實的情緒與掙扎。以

此建立穩定、信任的督導關係，使受督者

在督導過程中能夠自在的表達其在工作中

的疲憊、困惑與思考，讓受督者感受到支

持功能的展現，不在將督導制度視為例行

的會議，而是一個互相討論、互相關係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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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靈性的陪伴者

在制度化且高風險的工作場域中，靈

性的陪伴提供一種深層次的存在性支持，

協助工作者在「被管理」與「助人初衷」

之間找到連結，同時，督導者亦可陪伴受

督者一同在關係中探索工作的意義與個人

使命，強化受督者對於職業的認同，並協

助面對因工作所致的內在掙扎或是困頓，

以陪伴作為培育靈性實踐的催化。

（三）反思的引導者

在督導制度中不應僅止於技術性與

行政性的檢討，更應引導深層的靈性反思

與內在覺察，鼓勵受督者覺察自身價值信

念與專業實現的方式及回饋，以此開啟受

督者在工作過程中經驗的回顧，將此連結

到自我的生命意義，引導其思考「我是

誰、為何在此工作、我想成為什麼樣的助

人者？」將反思作為開始靈性實踐後的探

詢。

（四）自我照顧的倡導者

在資源有限與勞務壓力龐大的職場

中，具備靈性的督導實踐可作為強化自我

照顧意識與實踐策略的推動者，在督導過

程中，鼓勵受督者將靈性自我照顧（靜

坐、祈禱、唱歌等等）納入日常生活當

中，將靈性實踐視為自我修復與賦能的工

作，支持受督者發展個人化的靈性策略，

以因應於高風險工作中所產生的替代性創

傷或職業倦怠。

（五）組織靈性文化的倡導者

當督導者具備靈性敏感度，即可於職

場內倡議一種更具人性與整全觀的工作文

化，透過將靈性議題納入職場培訓、督導

流程及團隊討論當中，來提倡從全人的觀

點看待助人專業，並以靈性的實踐創建容

納情緒、存在性探問及工作價值追尋的職

場氛圍，使工作者得以在被支持的環境下

找尋各自的助人價值議題，並減緩在工作

中受創的風險。

由上述可見，在靈性導向的督導實

踐中，自我照顧不僅是專業倫理的要求，

更是一種回到內在、維繫助人熱情、探詢

意義的實踐方式，透過靜心、默觀、書寫

反思、與大自然連結等方法，工作者得以

在繁忙與壓力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節奏與意

義感。靈性實踐不僅滋養個人的情緒與心

靈，也有助於強化專業角色中的覺察力與

承載力。且，督導者在督導歷程中，鼓勵

並實踐角色功能以及自我照顧的方式，將

有助於建立一個深具支持性與共感的督導

關係，使自我照顧不再只是個人責任，而

是一種可在關係中被看見、被陪伴、甚至

被集體實踐的專業文化，回應新自由主義

與風險管理體制下社工的深層困境，並具

體展現督導制度內部開展關懷、反思與療

癒的可能性，使督導制度由行政監督轉化

為，一種培力、陪伴與心靈連結的專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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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場域。

參、結論

在當代社會工作實務中，工作風險

與挑戰日益加劇，社工面臨龐大的情緒壓

力、倫理困境與制度限制，督導制度成為

協助社工因應壓力、維持專業能力與身心

健康的重要支持機制。然而，傳統以績效

與監控為導向的督導方式，無法充分回應

社工在高風險與高度情緒勞動中的深層需

求。

本文將「靈性」納入社會工作督導

的關係中，作為回應風險管理下社工困境

的一種深層資源與實踐取向。靈性督導不

僅關注工作技巧與知識的傳遞，更重視存

在的意義、價值澄清與內在力量的覺察，

幫助督導者與受督者在關係中建立彼此信

任、同理與接納的空間，亦透過靈性領

導，強調關係中的互動與反思，促進個人

與組織的雙重成長，並為社工實踐注入深

層的意義與價值感。此外，在靈性督導關

係中，社工可被允許帶著「真實的自己」

參與督導，從生命故事、工作歷程與情緒

經驗出發，重拾工作的初心與意義，並鼓

勵督導者擁抱自己的脆弱與人性，在關係

中與受督者共同學習與成長。

此外，當督導者自身具備靈性敏感

度，則能以身作則，展現如何在助人歷程

中與自己保持連結。透過與受督者維繫持

續性的關係經營，來深化督導關係間的信

任感，成為受督者面對工作恐懼的支持力

量，並建立個人化的靈性自我照顧策略。

在此，督導關係不再僅是績效與監督的機

制，更是一種深層連結的支持關係，有助

於培養反思能力、強化倫理敏感度，並建

立面對複雜實務的內在力量。

總體而言，靈性在社會工作督導關係

中的應用，不僅具有回應制度化風險與專

業耗竭的潛力，更能喚回社工實踐中被忽

視的存在意義與價值追尋。靈性提供了一

種超越績效與技術的深層力量，使督導關

係不再僅是行政性的指導，而是成為一種

情感連結與靈魂對話的空間，讓社工在面

對高壓與不確定的環境中，仍能找回助人

初心與內在穩定。未來的督導實踐與培訓

應更加積極地整合靈性的多元面向，發展

具體可行的實踐模式，開展深具療癒力與

支持性的督導關係，共同建構一個兼具韌

性、人本與靈性關懷的社會工作場域。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關鍵詞： 社會工作督導、靈性、靈性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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